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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东亚现代思想的困境

以日本“批判佛教”思潮为聚焦中心的讨论

编 世纪 年代，由日本驹泽大学的袴谷宪昭和松者按】

本史朗为代表的“批判佛教”运动声称，在东亚佛教（主要是中国

和日本）中具有主流形态的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这种听起来颇有

些骇人听闻的批判纲领，不仅要颠覆东亚，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化了

的佛教意识形态，而且要指向由此而支撑的，更为广泛的整个日本

政治和社会伦理观念。为了寻索现存日本政治、社会结构中各种不

平等问题的深层理据，他们从文化的视角，对影响日本观念至深的

佛教进行了重新审理和清算。不管“批判佛教”这种文化决定论的

观念有多大程度的合法性，通过对于中国，特别是日本佛教史的观

察，他们达成了这样一些基本的共识：以中日佛教为代表的东亚佛

教严重背离了印度佛教的路线，这种“本土化”了的佛教是植根于

与印度佛教缘起观念完全不同的，以根源实在论为基本范式的基础

主义或场所哲学观念上的，他们称之为“本觉论思想”。他们提出，

流行于中日佛教中的华严、天台和禅宗等学派都是本觉论思想的不

同表现形态，因而根本上说是反佛教精神的。

“批判佛教”的学者大多有良好的语言和佛教史的训练，他们

考索的所谓印度佛教原本意义究竟是否可能，以及具有吊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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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的学术方式如何可能掉入他们所批判的那种基础主义等问

题，都是有趣和值得批判的。我们这里所选文章的考量，更多的不

是关心“批判佛教”在佛教内部所达成的效应和理据（除非那些论

文对于了解“批判佛教”基本观念和立场是必要的），而是它如何

由对传统佛教的批判延伸出对于日本现代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批

判，这里面有日本特殊的文化和知识问题，也可以切入到中国或东

亚的问题意识中来加以反思。“批判佛教”认为，现代佛教已不可

能宣称他们的思想、活动只限于宗教事务的内部而与政治社会的实

践无关，他们恰恰必须对日本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负责。

首先，对于“本土化”观念批判的真正措意在于，“批判佛教”

学者意识到在所谓“和”的东方哲学精神的掩饰下，“本土化”隐

含了文化民族主义的自大狂及与此深刻关联的各种类型的右翼日本

主义、军国主义及天皇制度。表面看来有些矛盾的问题是，中日本

土化的佛教一般以“融通教义”的特有判教系统容纳来自各层次的

意义，试图避免冲突性的意识形态的产生，而它又何以可能关联到

自我扩张的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主义命题的制造和产生可能如伯林

所说，是一种受创伤的文化自豪感与一种哲学 历史的幻象 这

种哲学通常是关注内心，倾向于神秘主义的性质 结合在一起，

试图制止伤痛并创造出一种抵抗性的内在中心。 世纪以来，日

本“本土化”佛教的高涨正具备了伯林在分析德国民族主义时所指

示出的那些性格，判教只是在自我优先性的前提下而容纳“他者”

的一种策略，其本身就潜藏了对于他者的歧视。尽管“批判佛教”

把批判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像梅原猛、川端康成、本居宣长和三岛由

纪夫所主张的“日本主义”观念，而实际也并入到对包括铃木大拙

在内的京都学派进行深刻的检讨。 世纪 年代，因着西方海德

格尔与纳粹关系事件的揭发，以前从来未引起人们注意的，被假定

为非政治化的哲学家和学者的政治实践问题推到了前台。正是在这

一背景下，作为东方二战策源地的日本佛教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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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讨论。人们发现，铃木和以西田为代表的京

都学派从文化道德主义，即东西方传统的文化冲突来为大东亚战争

的合法性所进行的辩护，说明他们的思想与军国主义的理念之间存

在内在的，而不是偶然的相应关系。如

以及 等学者指出，铃木等援引西方神秘主义向西

方推广的所谓禅佛教在一种“好战的比较主义”

）的范式内，以本土化（ ）的形式抵抗西方的挑战，

其中所渗透的日本精神在“本体论上的特权”

实在可以称之为“禅帝国主义” ，他们认为这些非

道德的因素导致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我们看到，本土化的观念

是怎样酝酿出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而最终又结合了意识形态，形成

危险的国家主义的帮凶。同时，“批判佛教”还意识到，本土化了

的佛教，由于历史而形成的制度化结构潜在了非常专制的和排他性

的意识形态，为了解消这种异化了的佛教意识形态的宰制，“批判

佛教”希望再生出原始佛教中不断“自我批判”的性格和伦理意义

上的拥抱“他者”。反照历史上那些被体制化的意识形态而自称的

“正统”（与非体制化的异端对应）都不过是在一种虚假的真理修辞

外表下，兜售一种控制他者的权力意志。

与此相关，必须透过现代性的脉络叙述才能呈现“批判佛教”

自身的立场。铃木和京都学派对于西方的抗拒，可以看做是对于西

方启蒙以来现代性的批判。他们也引西方，特别是德国哲学（主要

是尼采、海德格尔）和基督教神秘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为援手，试

图显示东方传统，尤其是佛教禅宗在克服现代性虚无主义方面所可

能提供的超越之道。在进路上他们采取了哲学批判为主的方式，因

而直指笛卡尔“我思”哲学所带来的现代性根源上的二元分裂。

“批判佛教”把这种反抗笛卡尔意义上的哲学统称为“场所哲学”，

并指出这种推崇直觉、贬责语言的“场所哲学”恰恰是导致反智主

义和反现代性的思想基础。所以，“批判佛教”在彻底清算日本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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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根源的同时，必然诉求于一种“现代性的计划”，而在哲学

的立场上则努力恢复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他们称之“批判哲学”的

旨趣。于是，从佛教的内部，他们力图把原始佛教的精神打量成批

判的和分别智的，而把那些被传统理解为直觉和神秘的般若智一概

诠解成“本土化”思想的赘物。仔细审查“批判佛教”的哲学批

判，我们将不难发现，他们在对“场所哲学”所奉行的多少有些审

美主义的批判中来明确自己现代性的立场，而他们对于问题双方

（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理解都过于简单，特别对于“场所哲学”

批判现代性中的某些洞见似乎视而不见，打发得也太轻率，尚未可

能与西方维持现代性的同道一样，可以较成熟地面对和处理现代性

所表现的各种困境和复杂性。如他们过于强调启蒙理性的解放意

义，却并没有意识到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过程中被揭发为主体的

理性本身所发生的悖论，这表明东方语境中的现代性辩护或许还缺

少充分的知识储备，让我们难免担心，他们的批判本身是否会变成

一种简单的修辞和主义的宣传。

由于“批判佛教”在中国大陆尚没有引起思想界的注意，我们

这次为《学术思想评论》所选的文章，在考虑到“批判佛教”的佛

教、哲学立场和学术方法论等背景知识的介绍外，特别注意向《评

论》的读者推荐他们社会批判的观念，以期从与我们语境略近的东

亚思想中寻找切入我们问题的参考。既然我们考虑的问题主要是

“批判佛教”对于一般思想史的意义，所以有关其更加专门的技术

性问题（特别是佛学上的），我们并没有纳入到这个专题中来讨论。

这些选文，除了林镇国的论文选自他的专著《空性与现代性》（台

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年初版）一书外，其他论文均

译自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年出版的

一书。这次组织专题，不仅得到大陆学

者的支持，也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在翻译上，更

有港台同仁的共襄笔业，在此一并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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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佛教”思潮

林镇国

佛教哲学可以是一种批判哲学吗？

佛教能成为一种批判哲学？更明确地说，佛教哲学在现代情境

中是否能够作为批判性实践的思想资源，抑如许多佛教思想史学者

所指出，佛教思想在历史上仅扮演一种保守性意识形态的角色，在政

治与社会实践上，完全缺乏批判的能力？这是佛教在当前所面临的

问题。

这个问题的现实迫切性可从 世纪东亚佛教文化圈的发展看

出，特别是在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佛教面对急速的政治经济

变迁时无可避免地需要采取某些对应的立场，也因此导致来自佛教

内部与外部的反省声音。这些反省指出，现代佛教已不可能宣称他

们的教理与活动只限定于纯粹的宗教层面而可以与政治社会的实践

分开。 在这些新发出的反省当中，由两位日本佛教学者袴谷宪昭

与松本史朗在 年代中期所引发的“批判佛教”争论最受注目，

年“美国宗教学连 会”年会也都安排了专组讨论，回响甚为

年代台湾小 ）一书中说家宋泽莱在《被背叛的佛陀》（自立报社出版，

从原始佛教与本土意识的立场，对中国大乘佛教展开严厉的批判，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现

象。宋氏并非严格意义下的佛教学者，却更能敏锐而直接地反映出传统中国大乘佛教在

现代情境中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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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考察即拟热烈。 从袴谷与松本两氏的“批判佛教”谈起，

并进一步检讨同样的问题如何出现在现代中国佛教思想的论述脉络

中，特别是“内学院”的吕澂批判《起信论》、禅宗与华严，与持

马列主义立场的大陆佛教学者批判传统佛教意识形态，最后提出个

人认为“佛教的确可以开发成为一种批判哲学”的看法。

批判佛教与场所佛教

首先， 年代日本“批判佛教”的争谇肇始于驹泽大学的松

本史朗与袴谷宪昭，他们提出“本觉思想”不是（真正的）佛教，

“如来藏思想”不是（真正的）佛教等充满争议性的主张，甚至于

将这些属于汉语系佛教特征的佛教思想称之为“伪佛教”，在社会

实践上维护现状，保守反动，无法正视社会不义，更 论社会改

革，与他们所认为的“真佛教”背道而驰。可以想见的，他们的批

评甫提出，立即引起日本佛教学界的强烈反应，许多著名学者如高

崎直道 、平川彰，甚至于德国学者史密斯豪先（

，都发表无法赞同的意见。

①该学会有两场佛学论文，分别讨论“批判佛教”与“本觉思想”，为北美佛教

学界对日本“批判佛教”争论的首度回应，回响十分热烈。其中部分与会的论文，承台

湾大学释恒清教授提供，于此谨申谢意。在这两场讨论会的基础上，“批判佛教”的相

关文献与讨论于 年正式编辑出版。见

高崎 年直道，《最近十年的佛教学》《佛教学》第三六号， 月。

③“批判佛教 ，文献已结集 松本史朗，《缘起与空出版者有： 如来藏思想批

判》（东京：大藏 松本史朗，《禅思想的批判研究》（大藏 袴谷宪昭，《本

觉思想批判》与（大藏， 谷宪昭，《批判佛教 袴大藏 谷宪昭，《道元

与佛 大藏，教 。对于“批判佛教”发展始末的介绍，包括日本佛教学界与文化界（如

女性主义）的反应，可读

。此文为至今为止最完整的报导。此

文经过增订，收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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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熟悉佛教思想史的学者来说，此争议在佛教史内部早已存

。在，并延续至今，可以说一点也不 以早期出现“如来藏思想”

的《楞伽经》与《腾鬘夫人经》为例，它们当时就已经清楚地意识

到该概念被混同为“梵我”的危险，声称两者（如来藏与梵我）不

但同，也不违背佛陀的“无我”理论。 是问题并不因此声称而解

决，在印度思想史上以“如来藏”或“佛性”为基调的思想仍然继

续受到大小乘学派（如中观学派）的质疑。在汉传佛教则情况不

同，如来藏、佛性思想在传入之后很快地成为主流，形成中国佛教

的特色，而源于《起信论》的本觉思想甚至于成为日本佛教的基本

性格，结合其固有的土著思想，但说“山川草木，悉皆成佛”。

虽然针对此种“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在历史上有过批评的声音，

如惟识宗坚持“五姓各别”，然毕竟影响有限。这要等到二十世纪

惟识学再度复兴之后，此争论才又在中国与日本受到重新的审视。

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 ）与王恩洋（ 、吕 澂

， 年代起对《起信论》、《楞严》与禅宗的批评，从

最为人所熟知，而精研梵藏中观学与惟识学的袴谷与松本两氏的

“批判佛教”，也显然是传统争论的延伸。

问题是，如果只是老问题的重复而已，现代的“批判佛教”争

论岂是值得吾人积极地回应？须知“批判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新

的论述焦点，引发广泛的回响，乃在于它是从新的历史脉络来重新

①宋译《楞伽经》卷二：“佛告大慧，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 ⋯如来、

应供、正觉为断愚夫畏无我句，故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如来藏 ”大正一六 四八九

中。

②日本的本觉思想有其特殊的发展性格，与中国佛教的本觉思想不尽相同。略言

之，日本本觉思想是天台性具学说与华严性起学说的极端综合，形成绝对性的一元论。

参见田村芳朗著，释慧岳译，《天 页。台思想》（台北：华宇出版社，

③袴谷与松本受到山口瑞凤的影响，见山口瑞凤的论文，收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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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传统论题，并触及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现代日本佛

教，从战后世代的松本与袴谷看来，和整个当今日本思想界一样，

已经沦为丧失社会批判力的传统主义与调和主义，表面上虽然强调

一切平等与无分别，然而由于一元论形上学（如来藏思想、本觉思

想）的支配，在实践上却无法真正尊重殊异的个体与人权。 他们

这种明显地来自自由派立场的批判，比起脱离社会现实的纯粹学究

式研究，自然更容易引起各方面的讨论了。

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角度来反省，袴谷宪昭也认为有必要从当

前所流行的“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论脉络重新审视佛教思想的

定位。就其立场而言，袴谷对于当前许多学者抢搭“后现代”与

“脱构筑主义”列车，将佛教思想诠释为“反现代主义”与“反笛

卡儿主义”，如京都学派哲学，深表无法苟同。特别是 年代中期

日本思想界也跟着西方流行反笛卡儿理性主义的维柯（

）思潮，倡导“场所” ）理论，更令他感到不

安。

在这里，姑且不论袴谷对“后现代”与“现代”之争的了解是

否妥切，他显然认为“后现代”诸流派的“反现代”倾向在实践上

具有神秘化和美学化的危险，势必会阻碍如哈贝马斯所言的“现代

性的计划”。他还进一步类比地发现，这种“现代”与“后现代”

的对峙实其以“批判哲学” ）与“场所哲学”

）的对峙形态普遍存在于东方与西方的历史上；

明显的例子，在西方前者以笛卡儿（ ）为代表，而后者

则以维柯为代表，而在西方前者以他所谓的“批判佛教”为代表，

① 袴谷与松本两氏皆同情日本“部落解放”运动，批判军国主义与日本主义，即

是例证。

② 见袴谷宪昭，《批判佛教序说 “批判哲学”对“场所哲学 ，《批判佛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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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则以本觉思想、禅宗，以及京都学派的“场所哲学”为代

表；整体而言，前者代表富批判性的“外来思想”，而后者则是保

守的“土著思想”的化身。

代表“土著思想”的场所哲学，其特色可从维柯对笛卡儿哲学

的反动看出。笛氏强调以“证明” 的方法获致“真
理”，而维柯则侧重修辞学，强调以“发现的艺术”

笛氏视数学推赏“盖然真理” 与自然科学为知识的

典范，而维柯则认为绘画、诗学、辩论术、法学等人文学科更能激

励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维柯对笛卡儿的批评主要在于笛氏视自明

的“我思”为第一原理，而认为吾人只能明确地认识到吾人本身所

造 者（ 。因此，如何推溯到发现第一原理（演绎的前

提）之前丰富而不可化约的历史文化脉 对比络，才是首要之务。

于笛氏所强调的论证与演绎，维柯 的则更重视“发现”

必要性。换言之，维柯认为“发现”先于“论证”，“场所论”

）先于“批判论”

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袴谷宪昭如何将维柯哲学规定为“场所哲

学”。在现代日本哲学，由西田几多郎所提出的“场所”概念可说

是渗透广泛，蔚成潮流。西田的“场所”理论甚为复杂，略言之，

它是指本体论先于“能“”所”对偶性（能知／所知，能见／所见），

全然不能对象化的主体性的“自觉”，亦即是实在，称之为“绝对

无”。此“场所”既非主观，也非客观，而是超越语言对立之实在

本身的绝对呈现。 此“绝对无”的场所概念影响京都学派对佛教

①袴谷宪昭，《本觉思想批判》， 页。

参考
， （

，

③ 参 见 ，”

。关于“场所”概念，以提出“场所论”闻名

的中村雄二郎另有解说：不同于笛卡儿以自我意识为主体，场所论指出主体是以共同

体、无意识和固有环境为其存在的基盘，此基盘即是场所。中村氏以希腊悲剧中的主角

与伴唱队为例，说明现代的主体犹如主角，而场所即伴唱队。见中村雄二郎著，卞崇

道、刘 页。文柱译，《西田岁多郎》（北京：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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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甚大 然而，西田的，袴谷称之为“场所佛教”实源于此。

理论与维柯哲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维柯哲学被称为“场所哲学”

乃在于其主张在真理判断之前应该先从事“论题” ）的发现

于此，维柯强与学习。 调“论题”的优先性被袴谷引申为“场

所” ）的优先性，以对比于笛卡儿哲学中论证与判断（批判）

的优先性。 袴谷进一步引述三木清（ ）的观点，指前

者（场所哲学）是“修辞学的思考”，而后者（批判哲学）是“理

论的思考”，而“修辞学思考”的主要特色是不限于论理问题，更

是主体的、伦理性的思考。

以上袴谷对“批判哲学”与“场所哲学”的区分与抑扬可以帮

助吾人了解他的原初意图：导正他所谓“场所佛教”的歧出，提倡

佛陀本义的“批判佛教”。于此，先略述袴谷对后两者区分的基本

观点。

首先，对袴谷来说，“场所佛教”与“本觉思想”是同义的，

在《本觉思想批判》《序论》，他综结“本觉思想”与真正佛教立场

相异的三项特征：

（一）本觉思想的前提是，一切存在皆被涵摄于“单一的本

觉 此前提无法藉由语言予以论证，因此也就与信、知性无关。

由于在言诠之外，此“单一的本觉”，具有“权威主义”的作用。

袴谷认为这种思想是各传统固有的土著思想之表现，如印度奥义书

①关于京都学派的佛教哲学诠释，见下章。

②袴谷宪昭，《批判佛教》， 页。维柯所指的“论题”是修辞学的一部分，用来

教人如何构作论证，支持结论。维柯认为“论题”的学习可提供创造性心灵所需的一些

基本范畴与常识。参见

， 特别是译注 。

③从创思（ 隐喻 ）与共通感（ ）三方面讨论

维柯的“场所” 概念，可参考

④袴谷宪昭，《本觉 页。思想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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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梵我”思想与中国老庄的“道”或“自然”思想。不论“梵

我”、“自然”或“本觉”，均不外是指土著思想中辅育万物的“场

所”。相反的，真正的佛教则否定空间的、不变的、单一的“场

所”，主张惟有时间的“缘起”才是真实。基于缘起论，佛教强调

“因果”法则，不于同于老庄之不谈因果，纯任自然。

（二）由于本觉思想立基于土著思想，其自我肯定的性格也就

不免趋向于夸耀自家传统的权威主义；因自我肯定，理论与实践上

也就不可能“利他”。而主张“缘起”，否定“场所”的佛教，持

“无我”说，批判权威主义，自然是以“利他”为导向。

（三）本觉思想受到老庄的影响，崇尚无为自然，得意忘言，

如《起信论》所言：“所言觉义者，谓心体离念。”由于强调无念，

轻视语言活动，袴谷称之为“体验主义”，全然不同于佛教重视语

）与“知性”言“、信仰” ）的“知性主义”。

简略言之，袴谷认为“批判佛教”的立 主张“时场有三：

间”义（而非逻辑义 ）利他的社会实践； 强调）的缘起论；

语言与知性，而“场所佛教”则反是， 肯定超越时间的“本

觉”或“场所” ） ）强调言语自我肯定的权威主义；

道断的神秘体验。

袴谷以上的结论中最重要的是批判“场所佛教”将“空性”、

“真如”“、本觉”“、如来藏”视为一切存在之“场的实体”，他认为

这种一元论形上学绝非佛教本义。和袴谷持同样观点的松本史朗则

称这种“非佛教”的形上学为“基体论”（

松本早于 年提出基体论，并为袴谷倡言“批判佛教”时

①袴谷宪昭，《本觉思想批判》， 页，亦可参见

关于本觉思想受到老庄玄学的影响，现代中国学者已多有阐发，吕澂亦于《中国佛学源

流略讲》“序论”中指出。亦见伊藤隆寿，《中国佛教批判的研究》（东京：大藏，

袴谷宪昭，同前 页。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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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援用。大体上，松本对佛教的理解与袴谷十分契合，认为佛教的

主要教义是缘起论与无我说；缘起论并非是后来如华严宗所谓之

“重重无尽”的法界缘起、相依相待的同时的空间的缘起，而是佛

陀于菩提树下证悟时顺逆所观的十二支缘起。此十二支缘起应从时

间的观点来了解， 常的现实”的时间，也非“纯而此时间既非

粹持续”的时间，而是“濒临危机之人类的宗教的时间”。 简言

）与法之间的时之，缘起即是指“法” 间的因果关系，否

定有 ）作为诸法之存有论根据（任何法界（

。

对反于佛陀的缘起论，如来藏思想（本觉思想、佛性思想）则

妄立惟一的实在（ ）作为复数的“法”的基体（

松本特地为此造了新词“ ，来指称这种思想，有时也称

之为“发生的一元论”或“根源实在论”。 关于“

的结构，松本曾略述其特征： “ 界 ”（ ）是诸“法”（

“界”生诸“法”，或“）的基体； 界”是诸“法”的原因；

“界”是单一“，法”是多数； “界”是实在，诸“法”是

非实在； “界，，是诸“法”的本质（ ）诸“法”虽

非实在，然由于为“界”所生，具有某种程度的实在性。

松本认为，对基体论来说，诸法差别，不论是三乘差别或种姓

差别，并不成问题，也是基体论构造上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事像

的差别（如社会阶级的差别）正可在“界”的单一性（平等性）中

获得形上学层面上的解消。若套在如来藏思想模式里，现实上五姓

各别的存在还可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形式上肯断而获得理论

①松本史朗，《缘起 页。与空》，

同上， 页。

③ 同 上 ， 页。

④同前注， 页。松本以图式说明“基体说”与“缘起说”的根本不同，见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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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这正是基体论为何在社会实践上反动保守

的主要原因。

袴谷与松本的“批判佛教”真正的意图即在于揭露“场所佛

教”（或“基体论”）一元论形上学的意识形态意涵。基于他们所认

为的“真正”佛教立场，他们对右翼的“日本主义” 不论是梅

原猛的“间接日本主义”或是川端康成、本居宣长、三岛由纪夫的

“纯粹日本主义” 展开激烈的批评，指出作为日本主义核心的

“和”的思想与军国主义、天皇制度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

的社会批判最后都将造成这些保守思想的原因归之于场所佛教的形

上学。

内学院与吕澂的“批判佛教”

当日本“批判佛教”论争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回应时，更早以前

出现在中国佛教学界的类似讨论则未曾被注意到，因而“批判佛

教”并非孤立偶发，而是属于整个现代东亚佛教文化现象之一环的

重要特征就被忽略了。这里有必要将这现代东亚佛教思想史的共同

特征提出讨论，特别是借着当前日本的“批判佛教”论争来重新检

视现代中国佛教学界 特别是“内学院”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传统佛教的一些批判性反省，进而引发吾人思考佛教思想与

现代处境之关连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在本世纪初由杨仁山“金陵刻经处”与欧阳

竟无“支那内学院”所推动的惟识学复兴运动，其思想史意义不仅

①同上页注②。

松本史朗，《佛教与神 反日本主义的考察》，特别是注 ，见《缘起与空》，

页；袴谷宪昭，《“和”之反佛教性与佛教之反战性》，《批判佛教》。另参见

，《天皇制佛教批判》（东京：三一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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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般所谓之回归奘传惟识学而已，更有与当时社会上革命求变

的风朝相应合之处。若忽回答这一点因素，仅从佛学宗派的内部争

议来诠释内学院的惟识学运动，则无法给予较为客观的思想史评价

与定位。

当时的中国社会一致认为“西学”是获致变革图强的途径，其

中尤以西方知识之辨析精审与富逻辑性最为中土所缺；相较之下，

中土之学惟有法相惟识学与因明足以作为接引西学的知识桥梁，并

在此方向下淘汰旧说，重新抉发佛学在社会实践上较为积极性的成

素，以作为回应现代处境的凭借。欧阳竟无与吕澂的“批判佛教”，

即应在这背景上来了解。

先从结论来说，吕澂承接欧阳竟无之绪，力复惟识学与佛家本

义之外，并抨击《起信》、《楞严》及台、贤、禅、净等中土“相似
，

，佛学 并与熊十力（ ）书信往返，驳斥熊氏“完全从

性觉（与性寂相反）立说，与中土一切伪经、伪论同一鼻孔出气”，

指出“性寂”（自性本寂）与“性觉”（自性本觉）之分，有“革

新”与“返本”之根本差异，认为主张“返本还源”的本觉思想，

不论是华严、禅宗或是熊氏《新惟识论》，皆不解惟识学的“革新”

义。 此革新义的强调与吕澂的社会批判意识有关，值得吾人注

意。

吕澂与熊十力的书信辩论发生于 年欧阳竟无逝世之时，

距熊氏发表《新惟识论》 年）已有十年余。熊氏甫发表《新

惟识论》即引发内学院与佛教界的强烈抨击，吕澂当时因专注于梵

①“相似佛学”一词，见吕澂，《禅学述原》 ，刊于《中国哲学》（北京）第

十三辑， 年， 页。有关欧阳竟无对天台、贤首、禅宗的批评，见其《惟识抉择

谈》；参考蓝吉富，《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见氏著《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台

北：新文丰， 页。笔者在本文初稿完成后始读到此文，颇有先得我心之感。

②吕澂与熊十力在 年的论学函稿原刊于《中国哲学》第十一辑，题为《辨佛

学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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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献之译解考订，未见其反应。此番因熊氏先批评欧阳竟无“从

闻熏入手”，“虽然大心，而不如反在自心恻隐一机扩充去，无资外

铄 ，才引起吕澂的严厉批评。 熊氏的思想在当时援儒入佛，而

至于归宗儒家大易之学，已经完全定型成熟。《新惟识论 明宗》开

端即言：“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实体非是离自心外

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惟是反求实证相应故。” 即由此本

体论立场出发，熊氏责欧阳惟识学只从闻熏人手，“未去发现自家

宝藏”。吕澂则回函指斥熊说只是中土“性觉”伪说之遗绪而已，

根本不了解佛教的本义为何。他接着说明“性寂”与“性觉”的根

本区分：

一在根据自性涅槃（即性寂），一在根据自性菩提

（性觉）。由前立论，乃重视所缘境界依；由后立论，乃重

视因缘种子依。能所异位，功行全殊。一则革新，一则返

本，故谓之相反也。说相反而独以性觉为伪者，由西方教

义证之，心性本净一义，为佛学本源，性寂及心性本净之

正解（虚妄分别之内证离言性，原非二取，故云寂也）。

性觉亦从心性本净来，而望文生义，圣教无征，讹传而

已。⋯⋯中土伪书由《起信》而 占察》，而《金刚三

昧》，而《圆觉》，而《楞严》，一脉相承，无不从此讹传

而出。流毒所至，混同能所，致趋净而无门；不辨转依，

日函）遂终安于堕落。 年 月

此段可谓吕氏“批判佛教”之总纲领，终其一生所论皆不外阐

发此义。

①熊十力，《与梁漱溟论宜黄大师》，见上注。

熊十力，《新惟识论》（文言本（）台北 页。：文景出版社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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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几点必须进一步说明，其一，吕澂批判“性觉”主要是

指承继魏译《楞伽经》讹误之《起信论》的本觉思想，违离印度佛

教心性不与烦恼同类之“心性明净”本义，倡言真如“即是真心，

此常恒不变，净法满足”。 “真心”为一切众生所俱足，故实践

上只要返本还源即可，十分简易。“性寂”与“性觉”的差别在于，

“性寂”只就“可能的”“当然的”方面说心性明净，而“性觉”则

强调心性本觉是“ 此两说实践意涵的差异，现实的”“已然的”。

是分辨正伪最关键处。

第二，吕澂指出“本觉”思想之所以会流行于中国，主要是

“经过了有意的变通迁就，采取调和的说法，肯定现实的一切（包

括社会制度在内）之合理，既无所抵触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自然就

通行无阻。” 吕澂在这里明白地指出“本觉”思想在社会实践上

“肯定现实之合理”的保守性格。吕氏这种社会批判意识虽然在

“熊吕辩论”时尚未如此明白地宣示，事实上并非无迹可循。吕澂

在当时已经强调性寂说的“革新”义：“鹄悬法界，穷际追求，而

一转捩间，无住生涯，无穷开展，庶几位育，匪托空言”，充分表

现出积极的宗教性淑世精神；而“返本”之说，则“才具足于己之

心，便毕生委身情性，纵有安排，无非节文损益而已；等而下之，

至于禅悦飘零，暗滋鄙吝，则其道亦既穷矣”，十足流露出消极地

自求解脱的性格。 这显然才是吕澂批判“本觉”思想的主要原

因。

第三，吕澂在 年的《禅学述原》一文以“本觉绝不能成

立”的强烈宣示，指出禅宗三系（楞伽禅、起信禅、般若禅）全是

《大乘起信论》，真 五七六谛译，大正藏三二 中。

②吕澂，《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想》 《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

页三卷（齐鲁书社， 。

同上 页。，③

④ 同 页注②，吕澂四月十三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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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觉思想，“吾侪学佛，不可不先辟异端，以其讹传有损人天眼目

之危险也。如从本觉着力，犹之磨砖作镜，其明何世？众生心妾，

未曾本觉，榨沙取油，宁可得处？即还其本面亦不过一虚妄分别而

已。” 在这里吕澂把他反对“本觉”思想的理由再度十分清楚地

说明。不过，这仍是从消极面说的；从积极面说，吕澂认为佛家的

实践是以“转依”为依归。他指出，“转依”概念是到了大乘时期

瑜伽行派用来替代小乘佛教的“解脱”概念，强调从根本上（所

依）着眼，来消灭掉由错误认识所构成的一切对象，而建立起由正

确认识构成的一切。 在《观行与转 年）一文，吕氏更依》

进一步说明“转依”的两面向：主观方面，“转依”是由认识的质

变 由错误的认识转变为正确的认识，间接改变行为，而造成身

心的全盘改变；客观方面，由于认识的质变而造成事像的变革；事

像的变革“不是简单地从名想认识的转移便直接有了改变，却是由

认识的不断矫正，事像实相的显现益加了然，这再引起行，革新事

像，使它更和实相随顺地发展。” 这也是吕澂所特别强调“认识

的社会性”。 从理论来说，佛教的社会批判与革新一定要建立在

这“认识的社会性”之上。

吕澂从 年代的“熊吕论辩”到五六十年代，始终一贯地强

调佛教的“变革”或“革新”的性格，批判“本觉思想”安于现状

的保守性格，主要在于他深刻地掌握两者的差异：前者以认识论为

佛教理论与实践的根本，而后者则倡说宇宙本体论。于“熊吕辩

论”之中，熊氏（下及新儒家）喜谈宇宙论与本体论，谓“真如为

万法实体（本体）”或“瑜伽宗之赖耶”是“宇宙论的说法”

页注① 同 页。①，吕澂，《禅学述原》，

同 页注 页，注④
，

。

③吕澂，《观行与转依》，《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三卷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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